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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其治理经验
被众多国家借鉴。但当前针对我国官员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当
代，对其历史传统的研究依然缺乏系统数据及实证检验。本文试图
从两方面弥补这一不足：首先，我们建立明清两代 （１３６８—１９１１）１０
４６５位省部级以上官员任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治理稳定性指标。
我们发现与明代相比，清代官员治理呈现出稳定化趋势。其次，基
于ＡＲＤＬ模型，本文发现对宦官制度依赖程度是解释两代治理差异
的重要因素。

　精英选拔，官员治理，明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１．０５．１３

一、前　　言

官员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面之一，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该制度会直接影响官员行为，进而塑造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征及质量
（Ｂｅｓｌｅｙ，２００５）。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献致力于研究不同官员选拔与官员激励
机制的差异，并讨论这些差异对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众多
文献也都认为以经济绩效作为考核重点的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发挥了重要作

用 （Ｘｕ，２０１１；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

不过，目前研究多局限于对当代官员治理体制的考察，较少关注当代制
度对官员治理传统的传承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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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的国家，该体系不仅为传统中国实现 “大一统”提供制度基础，也

为当代西方国家文官治理提供了借鉴样板 （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９８７），其历史意义及

经验教训需要被当代中国的官员治理体系所吸收及借鉴。但当前针对我国官

员治理传统的研究主要为制度描述或案例分析，鲜有基于系统历史数据的实

证研究。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建立了明清两代 （１３６８—１９１１）１０　４６５位省部

级以上官员的任职信息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出历年官

员治理稳定性指标并发现清代官员治理呈现稳定化趋势。本文试图为上述差

异提供实证解释。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Ｌａｇ，

ＡＲＤＬ）模型，我们发现对宦官制度的依赖程度是两个朝代治理差异的重要

相关因素：宦官规模的扩大在长期内和人事变动不稳定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基于实证证据及一般文献廓清我国官员治理的历史传统具有显著的学术

及现实意义。首先，采用系统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为检验现有理论提供证据，

同时，系统数据也可以作为基础启发后续研究；其次，结合一般文献对我国

官员治理传统展开研究可以突破断代史研究的不足，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

下对央地关系和官员选拔等重要问题展开长时段分析，其结论有利于我们理

解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特征、成因及后果；再

次，本文发现凸显出非正式制度对官员治理也有潜在影响作用，一定程度上

回应了燕红忠和卫辛 （２０１６）、庄吉发 （２０１６）以及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等学者
分别就传统中国及当代语境对该问题的探讨；最后，由此获得的发现及结论

有助于我们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为当下大国治理提供借鉴。

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电

子化过程及结构；第四部分介绍治理稳定性指标的构建方法，并且根据这些

指标廓清明清时期官员治理的趋势及特征；第五部分探讨其决定性因素；第

六部分为结论。

二、官员治理相关文献

（一）官员治理一般理论

基于理性人假设，经济学文献认为个体在制度中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在该框架中，个体异质性并不重要 （Ｂｕｃｈａｎａ，１９８９）。但不可忽视的是，现

实中同一制度下不同官员表现可能大相径庭。这使得研究者意识到对政策选

择及经济政策评估分析离不开具体实施的官员。由此经济学文献开始将注意

力投向此前被忽略的官员治理问题上，具体包括选拔 （Ｂｅ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Ｃｏａｔｅ，

２００３）、晋升 （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调动 （Ｉ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ｉ，２０１２；Ｋｈａｎ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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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撤职 （Ｆｅｒｒａｚ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２０１１）及影响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５）。这些研究大

都侧重于检验制度化因素对官员流动的影响，针对非制度化因素的研究文献

较为有限。

（二）传统中国官员治理文献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当代官员治理体制的考察，而较少关注到历史

中官员治理传统的传承性。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全国性官员治

理体系的国家，为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官治理提供了借鉴样板 （Ｔｏｙｎｂｅｅ，

１９８７）。目前针对我国传统官员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第

一，一般性制度安排，比如吕思勉 （１９４４）、钱穆 （１９５２）、白钢 （２００２）、楼

劲和刘光华 （２００９）与严耕望 （２０１３）等；第二，特定体系运作，比如等级

制度 （阎步克，２０１０）、科举制度 （商衍鎏，１９５８）、八旗官制 （杜家骥，２００８）、

地方官制 （瞿同祖，１９６２；刘伟，２００３）与捐纳制度 （许大龄，１９４７；伍跃，

２０１３）等。就本文所关注的非正式制度来说，目前针对其与正式制度间关系

的讨论包括捐纳制度对于官员晋升的影响 （燕红忠和卫辛，２０１６）、奏折系统

对君臣关系的影响 （庄吉发，２０１６）。由于缺乏系统性历史数据，上述传统文

献大多采用制度描述或案例分析的方法。

最近已有学者开始建立关于传统官员治理的数据库并尝试结合计量方法

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比如李中清及康文林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任

玉雪等，２０１６）１、科举选拔的兴起 （代谦和别朝霞，２０１５）、选拔标准 （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Ｋｕｎｇ，２０２１）、影响 （Ｂａｉ　ａｎｄ　Ｊｉａ，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其他选拔
方式 （燕红忠和卫辛，２０１６）以及官员问责机制 （Ｘｉ，２０１９）。和传统研究方

法相比，采用系统数据并结合计量方法探讨前现代我国官员治理的经济学研

究依然有限。

三、数　　据

（一）样本范围

我们试图建立明清两代 （１３６８—１９１１）从三品以上文官职位设置及任职

官员数据库。数据来源于张德信 （２００９）和钱实甫 （１９８０）。这两部著作以时

间为线索分别记录了明代和清代中央及省级政府职位中任职官员的姓名。我

们再根据吕宗力 （２０１５）为每个职位都匹配了对应官品 （图１）。

１ 我们综述了目前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明清政治精英数据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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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样本范围

　　注：根据吕宗力 （２０１５）绘制。

中央职位官员样本包括明代前期的丞相、清代内阁大学士以及明清两代
的中央六部、都察院与其他事务性职能机构的最高官员。其中，六部每部最
高官员分为正副两级，正级官员称为尚书，副级称为侍郎；都察院官员与六
部一样，也分为正副两级，正级官员称为都御史，副级称为副都御史；事务
性职能机构的最高官员只有一级，通政使司官员为通政使，各寺长官为卿。
地方职位样本主要有三个部分：省级最高官员、都城与陪都的府级官员

以及陪都各部院最高官员。其中，由于明代总督与巡抚没有品级，因此明代
省级最高官员包括承宣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员承宣布政使与提刑按察使司的最

高长官提刑按察使，不包括总督与巡抚样本。清代样本则包括了上述所有官
员。样本中地方职位的第二部分为都城与陪都的所在府的最高官府尹，明代
为顺天府府尹和应天府府尹，清代为顺天府府尹和奉天府府尹。最后，明清
两代设置于陪都的部院最高官员也包含在样本中。
本文最终建立起来的数据库涵盖明清３８种职位历年任职官员信息８８　４２１

条，包含官员人数共１０　４６５个。其中，明代１７个职位４　９３７个官员，清代２１
个职位５　５２８个官员。为进一步判断样本代表性，我们根据吕宗力 （２０１５）中
的 《历代职官品位表》，计算了样本中的职位种类占当时所有从三品以上文职
种类的比例。总体而言，该比例约为７５％，其中明代约为７１％，清代约为

７８％。不在样本中的职位共有１２种 （明代６种，清代６种），基本为非行政
性职位 （如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和少量专职性职位 （如主管运输事务
的都转运使以及内务府名下主管养马事务的苑马寺卿等）。这些证据说明了本
研究的样本覆盖了明清所有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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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化过程

图２展示了张德信 （２００９）中一页职官录的界面。这一页记录的是１５５８
年１３个省份 “承宣布政使”的任职官员姓名。在该页中，空格意味着当年该
职位的任职官员空缺；如果一格出现一个以上姓名的话，意味着该职位在这
年出现人事变更。最终建立起来的数据库涵盖明清２８７个职位历年任职官员

信息８８　４２１条，包含官员人数共１０　４６５个。２

图２　职官录年表

　　注：该图来自张德信 （２００９）第四册第３４３６页。

２ 整个样本重名者５４９人 （占总数５．２５％），我们对其进行区别处理。重名者的发现是通过随机抽样
与人工核查相结合的方式，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操作的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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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官员治理稳定性

（一）指标建构

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可以为官员提供稳定预期 （Ｓｐ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ｍｍａｓｉ，

２００７）。本文衡量明清两代官员治理稳定性的指标是用条件方差所表示的官员

治理情况偏离预测趋势的大小。３在操作过程中，该指标基于人事流动速度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 计算获得。４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 表示某职位在ｔ年人事变化的次数：取值越
高说明当年人事变化越频繁，意味着官员流动越快。

在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 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出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

在实际操作中，该指标一般基于Ｂｏｌｌｅｒｓｌｅｖ （１９８６）提出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
方差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ｓｃｅｄ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ＧＡＲＣＨ）模
型计算获得。采用最常用的ＧＡＲＣＨ （１，１）过程，设置如下：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α０＋α１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１＋εｔ， （１）

σ２ｔ ＝γ０＋γ１ε２ｔ－１＋γ２σ２ｔ－１ ． （２）

从方程 （１）可知，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 由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ｔ－１ 延续下来的可预期部分与当

期冲击εｔ 带来的不可预期部分组成。方程 （２）中的σ２ｔ 为方程 （１）中当期冲

击εｔ 基于前一期情况 的条件方差。对方程 （１）与 （２）进行联合估计获得的

σ２ｔ 拟合值即是冲击的条件方差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 与直接计算人事流动速度相比，

该指标由于排除了由过往情况延续的可预期部分，因此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
出官员治理的稳定性程度。

（二）官员治理：趋势及特征

图３展示了明清两朝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的变动趋势 （ａ）和人事流动速

度 （ｂ）。首先，就人事流动速度来说，可以发现清代官员流动速度显著慢于
明代。平均而言，明代每个职位上人事流动速度约为每年０．５７次 （每隔１．７５
年发生一次人事变化），清代的数值为每年０．４９次 （每隔２．０４年发生一次人

事变化）。其次，从波动指标看，明代稳定性指标的数值为０．０４８次２， 而清

代仅为０．０３４次２。 此外，就不稳定时期的长短来说，明代数值超过全样本均

值０．０４１次２的有１１３年，这意味着明代近一半时间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与之

对比，清代超过０．０４１次２的时期仅为５１年，仅占该朝代约１／５时间。

３ 该方法也被广泛用来衡量政策的不确定性 （相关研究见Ｓｅｒｖｅｒｎ，１９９８；Ｈｅｎｉｓｚ，２００４）。
４ 人事流动速度指标只反映特定职位在一定时间内的人事变化频次，不涉及职位的升降。因而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避免明清两朝官员品级不可比的问题。就这两个朝代的官员升降来说，晋升占４４．７％，平
调占３４．５％，降职占８．０％，没经历变化的占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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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明清两代官员流动变化趋势

　　注：图 （ａ）纵轴为官员流动冲击的条件方差，单位为次２；图 （ｂ）纵轴为官员流动速度，单位为

次。灰色直线为明清朝代分界。

五、明清官员流动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讨论

（一）宦官制度与官员流动

两个朝代在治理稳定性指标上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差异促使我们探索其背

后的影响因素，本部分试图做一些初步的尝试。我们认为塑造这种差异的一
个重要因素是宦官制度。作为皇帝的私人奴仆，宦官没有后代的属性使该群
体对皇权威胁程度较低进而时常被统治者引入治理与决策过程中，以达到和
官员体系抗衡的目的 （杜婉言，２０１７，第３—４页；余华青，２００６，第４７
页）。这种利用宦官治理的情况也广泛存在于波斯、埃及、古希腊及罗马帝国
（Ｅｇｏｒｏｖ　ａｎｄ　Ｓｏｎｉｎ，２０１１；Ｆｉｎｅｒ，１９９７）。虽然历朝历代对于宦官内部管理与
其服侍职役方面逐渐设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５，但是利用宦官治理体现了更多
的人格化特征：其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个人因素。在皇帝年幼或疏于

５ 明代宦官机构是由十二监、四司与八局组成的 “二十四衙门”，各衙门内的宦官级别又由低至高分为
一般宦官、长随、监丞、少监与太监 （余华青，２００６，第４１４页；吕宗力，２０１５）。清代则设立宦官总
管机构内务府。宦官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般宦官、笔贴式、首领太监、副总管太监与总管太监 （黄本
骥，２００５；余华青，２００６；吕宗力，２０１５）。就宦官的升迁而言，据齐畅 （２０１４）统计，明代从一般宦
官升至最高级宦官太监一般需要２０年至３０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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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时，宦官就会攫取到很大的权力 （余华青，２００６；杜婉言，２０１７）。６

图４展示了明清两代的宦官规模。首先，明代宦官规模远大于清代：明
代宦官人数平均约为８　５３１人，而清代平均约为３　０３４人，仅为明代的１／３；
其次，就变动情况来说，明代宦官人数波动较大，而清代则总体上呈现较为
平稳的递减趋势。明太祖在建国初期严格将宦官限制在１００人以内，但从明
太祖后期以后宦官规模就开始逐渐增加：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增加宦官３６０
人 （余华青，２００６，第３８９页）。该数字到明中期之后迅速膨胀：万历 （１５７３—

１６２０）与天启 （１６２１—１６２７）年间多次增设宦官 （胡丹，２０１４）。清代则明确
限定了宦官数量不能超过３　３００人 （余华青，２００６，第４９１页）。７由于该数据
在很多年份中存在缺失，我们采用线性插值的方法进行补全。

图４　明清宦官规模

　　注：纵轴为十年内平均宦官人数。其中，实心原点代表明确记载的宦官人数，虚线部分为根据两

个实心圆点之间平均增长率计算出来的人数。

６ 由于宦官是许多皇帝幼年时期的玩伴，因此宦官较容易在皇帝即位初期攫取到较大权力。明代２位
１０岁以下皇帝在即任后均经历宦官揽权情况。明英宗８岁即位后，宦官王振凭借信任成为明代第一位
专政宦官；明神宗９岁即位后，宦官冯保挑拨内阁首辅高拱与皇帝关系，在高拱被罢官后逐渐被神宗
重用。这种情况在清朝并未出现 （余华青，２００６）。此外，宦官权力扩张的另外一个时机是皇帝疏于朝
政时。这在明清两朝均有出现，但整体来说清代皇帝勤政程度远高于明朝 （王志明，２０１６）。
７ 我们认为明清宦官人数的差异能够体现出其背后的权力大小。学者认为与明代相比，清代则将宦官
的势力范围控制在一定界限内，进而有效地抑制了宦官势力的形成。比如，清代政府不仅从法规上对
宦官参与政事严加防范与惩罚，而且还不断强化宦官作为家奴的卑贱地位，使其权力与地位都受到限
制 （余华青，２００６；杜婉言，２０１７）。清代宦官在１９世纪后期趋于活跃，但宦官数量指标并没有刻画
出该趋势。我们在实证分析部分试图从三个方面加以处理：第一，基于两个朝代的子样本做单独回归；
第二，用不包含１８５０年之后的样本重新估计；第三，尝试在明代子样本中使用那些有碑传宦官的数量
来捕捉其活跃程度。胡丹 （２０１４）中罗列了目前发现的所有１８３位明代宦官碑传。这些碑传多为当时
文人为有地位的宦官所撰，可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其活跃程度。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估计结果依然显示
宦官规模与治理不稳定性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回归结果，感兴
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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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中清代官员治理的稳定化趋势与图４中清代宦官人数的下降趋势让
我们推测官员治理稳定性也许和宦官规模存在相关关系。在下一小节中我们
将实证考察宦官制度对明清治理后果的影响。表１展示了实证研究涉及变量
的统计描述。

表１　统计描述

变量名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宦官规模

明代宦官数据来自Ｔｓａｉ（１９９１）、丁易

（１９８３）、胡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清代宦

官数据来自王树卿 （１９８４）、滕德永

（２０１５）与Ｋｕｔｃｈｅｒ（２０１８）。这些学者

的原始数据来自 《明实录》和清代

《内务府奏案》。

连续变量
５　８５２．３７
（４　９３４．６０）

被解释变量
人事流动冲击

条件方差
张德信 （２００９）与钱实甫 （１９８０） 连续变量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７）

控制变量

气温 董安祥 （１９９３） 虚拟变量 —

洪涝灾害 宋震海 （１９９２） 虚拟变量 —

干旱灾害 宋震海 （１９９２） 虚拟变量 —

蝗虫灾害 陈高傭 （２００７） 虚拟变量 —

　　注：（１）所有变量以年为记，数量均为５４４个。（２）连续变量中，宦官规模单位为人，人事流动

冲击的条件方差单位为次２。（３）虚拟变量中，气温共有３个取值，每个取值分别为与１９８０年相比的

温度差；洪涝、干旱与蝗虫灾害为２值哑变量，发生取１，否则为０。

（二）模型设置

官员治理稳定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当下水平可能受到前期水平的影响，

与此同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宦官规模也可能具有持续性。我们需要将这
种动态关系纳入模型中。为此，本文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设定如下：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β０＋
ｐ

ｉ＝１
β１，ｉ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１＋

ｑ

ｉ＝０
β２，ｉＥｕｎｕｃｈｔ－ｉ＋Ｘｔ

′γ＋εｔ，

（３）

其中，ｔ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表示官员人事变化稳定性，核心解
释变量为宦官规模Ｅｕｎｕｃｈ， 单位是千人，ｐ 与ｑ 分别表示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和

Ｅｕｎｕｃｈ的滞后阶数。此外，我们在模型中也逐步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官员治理
情况的气温、洪水与干旱以及蝗虫灾害的发生次数，这些变量在方程中以向
量Ｘ 来表示。
由于存在较多滞后阶数，研究者很难整体评价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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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影响。Ｈａ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５）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ＥＣＭ）来克服该问题。方程 （４）和 （５）为方程 （３）经过误差
修正转换之后的形式：

Δ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
ｐ－１

ｉ＝１
θ１，ｉΔ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ｉ＋

ｑ－１

ｉ＝１
θ２，ｉΔＥｕｎｕｃｈｔ－ｉ

＋δ×ＥＣＴｔ－１＋Ｘ′γ２＋εｔ，

（４）

ＥＣＴｔ－１＝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１－ｃ－α２Ｅｕｎｕｃｈｔ－１， （５）
其中，方程 （４）中的Δ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和ΔＥｕｎｕｃｈ 分别表示变量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和

Ｅｕｎｕｃｈ的一阶差分。θ１，ｉ和θ２，ｉ为短期系数， 满足θ１，ｉ＝
ｐ

ｊ＝ｉ＋１
βα，ｊ ；当ｉ＝０

时满足θ２，ｉ＝β２，０，当ｉ≥１时，θ２，ｉ＝ 
ｑ

ｊ＝ｉ＋１
β２，ｉ（Ｈａｓ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ｌｔｅｒｓ，２００５）。

系数θ２，ｉ 衡量的是宦官规模的短期影响。ＥＣＴｔ－１ 是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其中，ｃ＝ －β０／δ，α２＝
ｑ

ｊ＝０
β２，ｊＬｊ／（１－

ｑ

ｊ＝０
β２，ｊＬｊ ）。

Ｌ是滞后因子，满足性质Ｌｋ　ｘｔ＝ｘｔ－ｋ 。δ为动态调整系数，δ＝
ｐ

ｉ＝１
β１，ｉ－１。以上

模型中我们假设核心解释变量跟被解释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ｃ＋α２Ｅｕｎｕｃｈ。公式中的误差修正项捕捉了系统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Ｅｕｎｕｃｈｔ）偏离
长期均衡的程度。因此，方程 （４）是朝向长期均衡关系的动态调整的结构性
表达方式，误差修正项ＥＣＴｔ－１ 表示被解释变量在 （ｔ－１）期偏离长期均衡的
程度 （Ａｌｏｇｏｓｋｏｕｆｉｓ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１９９１）。因此，动态调整系数δ表示朝向长期
均衡调整的速率，我们预期其应显著为负并且取值位于０－１之间。方程 （５）
中的系数α２ 是宦官规模的长期影响，反映了一单位解释变量的变化对被解释
变量带来的永久性影响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９９４）。
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有效估计的前提是通过边界检验 （Ｂｏｕｎｄｓ　Ｔｅｓｔ），

本文采用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提出的方法。根据变量的单整阶数，该检验
适用于三种情况：变量均为Ｉ （０）、均为Ｉ （１）和既有Ｉ （０）也有Ｉ （１）。８

对于第一或第二种情况，通过该检验说明变量间存在均衡／协整关系。在第三
种情况下即使通过检验，变量间关系也不能表述成均衡／协整关系，而应表述
为有条件的长期关系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８　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分别给出了前两种情况时的临界值。当Ｆ 值大于临界值时可以拒绝ｘ 和ｙ间
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原假设。当属于第三种情况时，结论取决于Ｆ 的位置：当Ｆ 值大于第二种情况
的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当Ｆ 值小于第一种情况的临界值时，无法拒绝原假设；当Ｆ 值位于两种情
况之间时，边界检验无法给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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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根检验

我们依次采用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ＡＤＦ），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Ｐｅｒｒｏｎ
Ｔｅｓｔ（ＰＰ）以及Ｅｌｌｉｏｔ－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ｏｃｋ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ＧＳＬ　Ｄｅｔｒｅｎｄｅｄ　Ｔｅｓｔ
（ＤＦ－ＧＬＳ）三种方法来确定单整阶数。表２汇报了单位根检验结果，从中可
以发现被解释变量稳定性指标为零阶单整 （Ｉ （０）），解释变量宦官规模为一
阶单整 （Ｉ （１））。控制变量温度、洪灾与旱灾均为一阶单整 （Ｉ （１）），蝗
灾为零阶单整 （Ｉ （０））。上面检验结果意味着涉及变量属于第三种情况。

表２　单位根检验

变量 ＡＤＦ　 ＰＰ　 ＤＦ－ＧＬＳ 单整阶数

稳定性指标
－７．０８＊＊＊ －７．０６＊＊＊ －８．２６＊＊＊

［０］ ［１０］
Ｉ （０）

宦官规模

－２．３７ －２．１０ －１．０４

［１２］ ［１２］

－３．５９＊＊＊ －５．２９＊＊＊ －３．０８＊＊

［１１］ ［１３］

Ｉ （１）

温度

－２．３５ －２．３５ －０．９７

［０］ ［１］

－２３．２６＊＊＊ －２３．２６＊＊＊ －１６．１８＊＊＊

［０］ ［１］

Ｉ （１）

洪灾

－４．５４＊＊＊ －１８．２７＊＊＊ －２．２０

［０］ ［１８］

－１０．６４＊＊＊ －５２．３６＊＊＊ －２．６１＊

［１３］ ［１８］

Ｉ （１）

旱灾

－１．１９ －１６．０３＊＊＊ －１．３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１３＊＊＊ －６８．３６＊＊＊ －２５．７９＊＊＊

［１４］ ［１］

Ｉ （１）

蝗灾
－１０．０４＊＊＊ －１８．７６＊＊＊ －４．１８＊＊＊

［２］ ［１８］
Ｉ （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ＡＤＦ与ＤＦ－ＧＬＳ检验中系数下面一行对应滞后
阶数，滞后阶数根据ＡＩＣ准则选择。

（四）边界检验

表３汇报了边界检验结果。根据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和Ｎａｒａｙａｎ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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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汇报了三种设定下的结果：带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但不带趋势项、带
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且带受限制的趋势项以及带不受限制的常数项且带不受限

制的趋势项。这三种设定下 Ｆ 统计量均显著。此外，Ｐｅｓａｒ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指出需要进一步结合动态调整系数的ｔ 检验来排除一些退化可能性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Ｃａｓｅｓ）。我们在表３中汇报了这些ｔ统计量并发现在所有模型设
置中均显著，这意味着退化可能性非常小。综合单位根、Ｆ 及ｔ检验结果，实
证分析涉及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存在有条件的长期关系。

表３　边界检验

无时间趋势 含有有限制时间趋势 含有无限制时间趋势

无朝代固定效应

Ｆ ２６．４８３＊＊＊ ２５．０６６＊＊＊ ３７．５８６＊＊＊

ｔ －７．２３１＊＊＊ －８．５８４＊＊＊ －８．５８４＊＊＊

χ２ＳＣ（１） ０．９１２　 １．０５４　 １．０５４

χ２ＳＣ（４） ５．６００　 ３．１１０　 ３．１１０

滞后阶数 ［２，４］ ［２，４］ ［２，４］

含朝代固定效应

Ｆ ２８．１２４＊＊＊ ２５．１０５＊＊＊ ３７．６５７＊＊＊

ｔ －７．３２６＊＊＊ －８．５４５＊＊＊ －８．５４５＊＊＊

χ２ＳＣ（１） １．１６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χ２ＳＣ（４） ６．７２７　 ３．００２　 ３．００２

最优滞后期 ［２，４］ ［１，４］ ［１，４］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滞后阶数为根据ＡＩＣ 准则选择，［２，４］表

示被解释变量滞后２阶，解释变量宦官规模滞后４阶。

（五）回归结果

表３的发现支持了宦官规模和官员治理稳定性间存在有条件的长期关系，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式 （４）展开最小二乘 （ＯＬＳ）估计。表４汇报了基础回
归的结果。我们在第 （２）列控制了可能会影响官员治理情况的天气情况，包
括温度和自然灾害９；在第 （２）列回归的基础上，我们在第 （３）及第 （４）

列中先后加入了无限制的时间趋势项与皇帝固定效应。在回归中，滞后阶数
根据ＡＩＣ准则选取。
首先，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与预期一致，显著为负且在－１与０之间；其

次，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都能发现宦官规模的扩大和官员治理不稳定性存在

９ 我们也尝试基于地区灾害信息计算全国所有地区受灾比重，采用该变量没有改变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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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系。以第 （４）列估计系数为例，宦官规模每增加１　０００人，官员稳定
性指标增加０．００７次２。该关系在控制了温度与自然灾害情况 ［第 （２）列］、
考虑时间趋势 ［第 （３）列］及皇帝固定效应 ［第 （４）列］后依然存在。１０

表４　宦官与官员治理稳定性

（１） （２） （３） （４）

宦官规模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温度 有 有 有 有

自然灾害 无 有 有 有

时间趋势 无 无 有 有

皇帝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有

调整Ｒ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６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６

ＡＩＣ －３　０４８．０７４ －３　０５１．４０１ －３　０５６．２１４ －３　０６３．８７０

误差修正项 －０．１９５＊＊＊ －０．２０５＊＊＊ －０．２３３＊＊＊ －０．３４０＊＊＊

滞后阶数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２］

观测值数量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展示方便我们没有汇

报短期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表４的结果可能受到插值与取样方法的影响。就插值方法来说，我们尝
试使用另外两种插值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只在朝代内部数据进行插
值。具体来说，我们使用明代可得晚期数据进行插值向后外推获得明代末期
的数据，用清代中期的可得数据插值向前外推获得清代早期的数据。其次，
只在数据可得性较好的时期 （１４８０—１６２５年和１７２５—１９００年）进行插值，并
基于此子样本进行回归。这两种插值方法对应的估计结果分别见表５第 （１）
和 （２）列。１１就取样方法来说，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清代的满族官员和汉族官

１０ 明清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比如靖难之役，王振、刘瑾和魏忠贤乱政，夺门之变，大礼议事
件，以及明清后期内乱等也会显著影响治理稳定性，我们分别通过引入皇帝固定效应、控制战争频率
（战争数据来自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以及删除明清更替１６２０—１６８３年间观察值来捕捉或排除这些
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也控制了皇帝勤政程度与官员党争程度这些影响官员治理稳定性的政治因素。
其中，勤政程度用皇帝每年引见官员数量测量，该数据来自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秦经国，
１９９７），只在清代可得；官员党争程度通过 《明实录》与 《清实录》中 “结党”出现的频次来测量。上
述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这些变量和重新取样后宦官规模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皇帝在就职初期和末期都
有可能进行较大规模人事调整，为了控制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我们也引入了皇帝交接年份固定效应，
同样发现宦官规模估计结果依然稳健。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
可向作者索要。
１１ 此外，黄仁宇 （２００１）也对明代部分时期的宦官规模进了估计。由于是估计值，我们没有作为实证
分析的原始数据使用。但我们也尝试利用这些估计值重新差值估算了明代数据，发现估计结果与表４
第 （５）列差别不大。这点感谢审稿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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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治理方法存在差异，而原始样本并没有加以区分。１２如果清代官员治理稳
定性来自对满人职位的一些特殊照顾，这会导致对宦官制度作用的高估。另
一方面，原始样本为从三品以上官员。由于同样拥有实权的明代总督 （共计

４５２人）和巡抚 （共计１　８０９人）没有品级因此没有进入样本，这在一定程度
造成了明清样本的不可比。我们用以下两个方法对上述问题加以处理：首先，
我们通过引入朝代固定效应来刻画制度差异 ［表５第 （３）列］；其次，我们
通过更严格的方法确保明清样本的可比性：在清代样本删掉满人职位，使研
究都集中在两个朝代的汉人职位上 ［表５第 （４）列］；在明代数据中增加总
督与巡抚样本 ［表５第 （５）列］或在清代样本中剔除总督与巡抚样本 ［表５
第 （６）列］，使得样本中的职位相似。１３我们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方法，表５中
宦官规模和官员治理稳定性间的相关关系一直存在，这意味着本文发现没有
受到明清两个朝代特定官员制度设置或取样方法所驱动。１４

表５　宦官与官员治理稳定性：稳健性检验

朝代内插值

（１）

子样本插值

（２）

增加朝代

固定效应

（３）

删掉清代

总督巡抚

（４）

增加明代

总督巡抚

（５）

删掉清代

满人职位

（６）

宦官规模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温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自然灾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趋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１２ 清代在许多中央重要职位比如内阁大学士以及各部、院、寺的正副长官等会同时设置满汉两个职
位。满职位由满人担任，汉职位由汉人担任。同一职位上满汉职位的职权与品级相等，实行满汉双轨
制 （杜家骥，２０１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满官员在选拔及调动上依然享有许多特权：在选拔上，与汉
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不同，满官员除了科举考试外还能通过世袭、八旗官学和翻译科举等多样
化方式入仕。同时，满官员在科举考试中的录取名额也远高于汉官员；在调动上，与汉官员相比，满
官员升迁速度较快且普遍存在破格升迁的情况 （杜家骥，２００８）。但从数据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两个轨中
稳定性指标的均值存在差异：满职位和汉职位的稳定性指标均值都是０．０６９。此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
建议。
１３ 针对取样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首先，有学者认为明代在成化 （１４６５—
１４８７）时期后督抚设置相对固定化 （王天有，１９９１），我们也只使用１４８７年之后的样本重新估计表４
第 （５）列；其次，我们也尝试在样本中加入较为重要但是没有官品以及较为重要非文职的职位：明代
没有官品的内阁大臣 （１７１人）、清代没有官品的军机大臣 （１４８人）以及清代较为重要的非文职内务
府总管大臣 （１９０人）；再次，我们也将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分为两个样本单独回归；最后，考虑到
陪都的政治功能与首都差异较大，我们也删除了陪都的样本进行检验。基于上述取样方法的回归结
果都表明表４的估计是稳健的。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正文中展示这些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
索要。
１４ 此外，我们也尝试不采用任何插值方法的 ＯＬＳ估计。加入所有控制变量 ［即表４第 （３）列］后，
宦官规模ＯＬＳ估计系数是０．００１，依然在５％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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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朝代内插值

（１）

子样本插值

（２）

增加朝代

固定效应

（３）

删掉清代

总督巡抚

（４）

增加明代

总督巡抚

（５）

删掉清代

满人职位

（６）

朝代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调整Ｒ２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６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３８

ＡＩＣ －３　０４０．４６３ －１　７３８．１２８ －３　０５４．４８３ －３　０４４．６７９ －３　４２３．９９２ －３　４１３．１９８

误差修正项 －０．２１７＊＊＊ ０．３００＊＊＊ －０．２３６＊＊＊ －０．２５３＊＊＊ －０．３０５＊＊＊ －０．１３２＊＊＊

最优滞后期 ［１，４］ ［１，３］ ［１，４］ ［１，４］ ［１，１］ ［２，４］

观测值数量 ５４０　 ３１４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为了展示方便我们没有汇

报短期系数，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建立了明清两代１３６８—１９１１年１０　４６５位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任职信息
数据库。在这些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出官员治理稳定性指标，发现清
代官员治理稳定化趋势。本文试图为该差异提供实证解释。基于自回归分布
滞后模型，我们发现对宦官制度依赖的程度是解释两个朝代治理差异的重要
相关因素。
我们尝试讨论宦官制度发挥影响的理论基础。宦官在大部分时期无法担

任正式官员体系中的职位，因此宦官参与政务及攫取权力主要通过两个渠道：
第一，宦官凭借与皇帝较为亲近的优势和官员相互结交进而参与政务；第二，
宦官也可以通过影响皇帝观点与行为参与到政务中。可以发现宦官发挥作用
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人格化特点，这与正式制度中所强调的非人格化特征恰好
相反 （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２００４）。学者也注意到这
种人格化的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存在潜在负面影响 （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２００４）。比如，当两种制度所产生的权力所有者并非同一人时，非正式制度就
会削弱正式制度运转的稳定性 （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２００４；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Ｍｕｒｉｌｌｏ，２００９）。具体到宦官群体，上述两个渠道都会对官员治理尤其是官员
稳定性产生潜在影响。在前种情况下，宦官的参与会加剧官员体系内部帮派
的形成与斗争，进而造成官员体系的失衡与波动；在后一种情况下，获取皇
帝信任的宦官得以直接向皇帝提议非常规性的官员调动，更有甚者则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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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官员相隔离而独自操作。上述两种方式均存在于在明清两代政治中。１５

这也被本文实证分析中发现的宦官制度与官员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所支持。
和明代相比，清代宦官的权力被极大限制且没有承担显著的政治功能。

清代更能体现官员治理中非政治制度特征的是康熙时期开始实施的奏折制度。
与传统政务文书不同，奏折在其传递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因而逐渐成
为清代皇帝广泛使用的私密信息获取渠道 （庄吉发，２０１６）。１６但相比来说，明
代上报政务的文书不具备清代所赋予的达到皇帝和近臣的私人化通讯功能。１７

本文的目的或潜在贡献在于结合长期系统性历史数据，廓清了明清时期官员
流动与治理的基本趋势与特征。这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结
合文献对官员治理等问题展开长时段的初步探索分析。系统性数据也为我们
接下来进一步探索传统中国官员治理的背后驱动因素与影响提供了基础；其
次，由此获得的发现及结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吸收之前的经验教训，为当下
大国治理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为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的官员治理差异提供
解释性证据。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ｌｏｇｏｓｋｏｕｆｉｓ，Ｇ．Ｓ．，ａｎｄ　Ｒ．Ｓｍｉｔｈ，“Ｔｈ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Ｃｕｒｖｅ，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ｕ－

ｃａ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１，８１ （５），

１２５４－１２７５．

［２］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３］ Ｂａｉ，Ｙ．，ａｎｄ　Ｒ．Ｊｉａ，“Ｅｌｉｔ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ａｍ”，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１６，８４ （２），６７７－７３３．

［４］Ｂｅｓｌｅｙ，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５，１９ （３），４３－６０．

［５］Ｂｅｓｌｅｙ，Ｔ．，ａｎｄ　Ｓ．Ｃｏ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５ 例如，明英宗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与１４５７—１４６４年）时期，宦官王振与官员结党营私：对谄媚自己的
官员大力提拔，对反对自己的官员则撤职迫害；明神宗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时期，宦官冯保与大学士张居
正对抗内阁首辅高拱，在官员体系内部造成人事波动；明熹宗 （１６２１—１６２７）时期，宦官魏忠贤更是
利用熹宗对政务的反感与疏忽而独揽大权，制造了 “乙丑诏狱”与 “丙寅诏狱”，排挤和整肃了大量官
及尚书、左都御史等异己官员；清德宗 （１８７５—１９０８）时期，宦官李莲英与小德张凭借着慈禧太后的
宠爱卖官鬻爵 （余华青，２００６）。上述事件所造成的稳定性波动也体现在我们的数据之中：首先，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在这些时期的均值为０．０５２次２，而其他年份仅为０．０３９次２；其次，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ｔ 的最高值
０．２２２次２正出现于这些年份中。
１６ 在奏折制度以前，官员上呈的政务文书通常需要经由中间机构审核后再上报至皇帝。为了便于掌握
更多信息，康熙年间开始在传统政务文书制度以外建立奏折系统。上呈奏折无需通过中间机构的审核，
通常由官员派遣其亲信直接送至宫中待皇帝批阅后再交其带回。这种传递方式加强了信息的保密性，
成为清代皇帝与下属间的私密沟通渠道 （庄吉发，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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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奏折制度和宦官规模对官员治理稳定性作用均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两种制度都提
取了非正式制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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